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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的演进特点
及其在先秦史上的地位

段摇 渝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68)

摇 摇 摘要: 古蜀文明经历了文明起源、 文明形成、 文明演变和文明发展四个时期, 前后延续 2000 余年。 古

蜀文明曾以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 凝聚了中国西南地区尤其长江上游的各种民族, 整合了四川盆地内外

各个古族的政治力量, 实现了从区域一体化到一统化的发展, 从而造成了古蜀地区经济开发的良好环境和

发展空间, 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组成部分之一, 是长

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不论在中国文明的缔造还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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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由古蜀人所创造而兴起于四川盆地并波及周边广阔地域的古蜀文明, 是一支灿烂的古

文明。 古蜀文明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 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 两周时期的成都十

二桥文化—金沙遗址等物质文化遗存为表征, 连续发展演变达 2000 余年, 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文明演

进发生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文明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本文仅就古蜀文明演进的阶段、 特点及其在

先秦史上的地位略作论述, 就教于海内外博学通人。

一、 古蜀文明演进的阶段

摇 摇 作为一种历史过程, 古蜀文明的盛衰兴亡不可避免, 留下了一部高潮与低谷相激荡的文明演变

史。 古蜀文明经历了文明起源、 文明形成、 文明演变和文明发展四个时期, 前后延续 2000 余年。 古

蜀文明的起源, 从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蜀山氏, 从考古学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

文化。 这个时期是古蜀历史上的传说时代, 在古史记载里是蚕丛、 柏濩和鱼凫等所谓 “三代蜀王冶
角逐争雄的时期, 也是古蜀酋邦社会的形成时期, 同时也是古蜀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时期。 淤

约从夏商之际到商周之际, 是古蜀文明的形成时期。 约当夏商之际, 在成都平原中部形成了以广

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蜀文明, 显著标志是建于早商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古城, 它是在宝墩文化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 表明最初城市的聚合过程业已达到相当水平, 早期城市生活方式初步确立。 在这一

时期, 青铜器制作已经出现, 器种主要是兵器和工具, 于 表明已步入青铜时代。 对应于历史文献, 这

正是 “三代蜀王冶 角逐争雄, 盂 而以鱼凫王统治的建立为终结的时期, 意味着高于史前酋邦制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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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国家已经诞生,淤 古蜀文明逐步走向兴旺发达。 在这个时期的中后期阶段, 出现了灿烂的三星堆青

铜文化, 城市生活方式也基本确立, 并初步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 以成都、 四川雅安、 陕

西汉中盆地等为战略支撑点的在政治上分级、 在功能上分区的广阔的空间构架。于 社会结构日益复杂

化, 神权政治臻于极盛, 经济空前繁荣, 青铜文化步入高峰, 表明古蜀文明日益走向成熟。
商周之际, 古蜀王国的政治史上发生了第一次王朝更迭, 杜宇王朝取代了鱼凫王的统治, 号为蜀

王, 一号 “杜主冶盂。 在考古学上, 古蜀文化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 标志着古蜀文明进入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即演变时期。
周初以后古蜀青铜器形制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已与商代鱼凫王国有重要区别, 重器绝无大型雕像

群, 礼器中形成列罍之制, 形制花纹多取诸中原同类器物, 组合意趣不同, 是古蜀本土所铸。榆 引人

注目的是, 彭县竹瓦街窖藏铜器中的 2 件兽面饰象纹铜罍, 与辽宁喀左所出西周燕国铜罍, 形制花纹

基本相同, 并且其纹饰又见于周武王时的天亡簋、 成王时的仲爯簋,虞 显然有浓厚的周文化色彩。 可

见, 自周初开始, 蜀国统治阶级的青铜礼器群发生了重要变化, 表明了享有这些礼器的统治集团发生

了重要变化, 反映了古蜀王国政权的易手。 这种变化, 也正与陶器中鸟头柄勺的消失同时, 反映了鱼

凫王的势力已遭到彻底扫荡。
西周时代蜀文化考古未见商代蜀国所特有的大型青铜雕像群一类标志神权至上的遗物, 正是从考

古学文化上反映出的杜宇王朝与鱼凫王朝在国家形态上的重要区别。 这种区别的实质在于: 以鱼凫王

为代表的古蜀王国, 对内实行彻底的神权政治, 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通过神的意志来表达的, 其最精

美、 最华贵的物品均出自用以祭祀神灵的祭祀坑, 就是最为明确的证据。 而金杖实为集神权、 政权和

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最高象征物, 各种青铜人像也是祖先崇拜的象征, 或巫师的形象。 种种现象表

明, 早期的古蜀王国还处于实行神权政治的早期国家阶段, 这与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各个早期国家无不

以实行神权政治为特征, 是为宗教国家或神权政治国家的情形 愚大体相同。 但是在杜宇王朝则否。
杜宇王朝的一系列治民措施, 无论是使三代蜀王的 “化民冶 复出, 还是耕战治水, 都无不带有显著

的务实特点, 其礼乐制度也不是国家宗教的产物, 而是突出表现现存的等级制度, 表现现实政治和赤

裸裸的阶级统治。 可见, 在杜宇王朝的统治秩序中, 宗教神权固然必不可少, 但却不占第一位, 已成

为统治机制中较次要的成分, 现实阶级统治则是最核心的部分。 这就意味着, 杜宇时期的蜀王国, 已

走出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 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 这种直接实施阶级统治的国家形态, 比起早期的神

权政治国家, 无疑是一历史性进步, 也充分表现出了文明的演进。
古蜀文明的发展时期约当春秋至战国晚期。 这个时期古蜀文明的显著特点是: 第一, 开明氏取代

杜宇为蜀王, 建立起古蜀开明王朝; 第二, 古蜀青铜文化进入全面繁荣时期; 第三, 古蜀青铜器、 漆

器上出现大量文字和符号, 巴蜀印章广泛使用, 巴蜀文字制度形成; 第四, 与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古蜀

礼乐制度臻于全盛, 这充分反映在考古发现的古蜀墓葬的内涵上; 第五, 尤其重要的是, 春秋中晚期

开明王朝移都成都, 以成都为都城的古蜀城市文明体系得以最终确立, 大大推动了古蜀文明的进一步

蓬勃发展。 同时, 开明王朝奉行积极向外开疆拓土的国策, 向北 “攻秦至雍冶, 向南 “雄张僚僰冶舆,

2 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 1 期·古史新论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舆

段渝: 《论蜀史 “三代论冶 及其构拟》, 《社会科学研究》 1987 年第 6 期。
段渝: 《四川通史》 第 1 册,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第 41 页。
《华阳国志·蜀志》。
冯汉骥: 《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 《文物》 1980 年第 12 期。
晏殊: 《北京、 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 《考古》 1975 年第 5 期。
V郾 G郾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1948郾 L郾 White,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1959郾 E郾 R郾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鄄

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1975郾
《华阳国志·蜀志》。



向东 “据有巴蜀之地冶淤, 向西 “以灵关为前门冶于, 以至于 “东接于巴, 南接于越, 北与秦分, 西奄

峨山番冶盂。 尤其是历代开明王先后把成都平原的北方、 东方和南方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发展方向, 并

取得一系列成功, 一方面充分显示出蜀的强盛国力, 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蜀国试图跻身于中原大国之

列, 参与诸侯聘享盟会的战略意图。
公元前 316 年秦灭蜀, 古蜀政治史随之结束, 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进程也随之阻断, 逐步汇

入中国文明的一体化大潮之中。 古蜀王国虽已灭亡, 然而古蜀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并没有一同消亡,
而是一方面与秦汉文化迅速融合, 一方面仍在持续发展演变, 开始了统一王朝下地域文化的整合与重

组, 成为后来巴蜀文化传统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 古蜀经济文化的特点

摇 摇 《荀子》 曾说: “昔者江出于岷山, 其始出也, 其源可以滥觞。冶榆 在先秦时期, 以成都平原为核
心的古蜀文化曾以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 凝聚了中国西南地区尤其长江上游的各种民族, 整合了四

川盆地内外各个古族的政治力量, 实现了从区域一体化到一统化的发展, 从而造成了古蜀地区经济开

发的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 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中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 这样一

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不仅促进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古代文明的持续发展, 而且对于西南地区中国文

明基本空间范围的奠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自秦汉直到明清, 统一的中央政府无不以四川作

为镇抚西南地区的战略基地, 从唐以来又是处理中央与西部各民族关系的前哨和堡垒, 具有相当重要

的战略地位。 在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国家历史上, 成都长期发挥着这种政治上的区位优势, 在历朝历

代都受到格外重视。 而成都这种重要的政治地位, 是在先秦时期奠定并确立起来的。
古蜀地区位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西南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中心地带, 商末周初以来, 古蜀以成

都为首位中心城市, 一直是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枢纽, 其辐射力在历史上一直是北越秦

岭, 东出三峡, 南抵滇、 黔, 长期充当着不同区位间不同经济类型产品的贸易桥梁和枢纽。 由经济区

位所决定, 古代成都在长江流域农业经济圈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畜牧经济圈、 半农半牧经济圈的互

动和贸易中处于媒介和枢纽位置, 在中国西部具有非常突出的、 极为优越的不同经济部类之间多向贸

易的中心地位。
历史上成都经济的空间形态具有外向型 (辐射型) 和内聚型的双重特征, 同时具有枢纽型的特

征。 外向, 是指成都经济向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辐射; 内聚, 是指吸引并凝聚西南各地和长江流域经

济向成都集散。 在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和内聚型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中, 成都向来是以外向为主, 如漆

器、 丝绸等, 除大量输往西南各地外, 还远销朝鲜、 蒙古和东南亚, 其经济上的外向辐射力十分强

劲, 辐射面也十分广阔。 枢纽, 是指成都位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向西南各地传播过程的中

间地带, 它的经济枢纽地位之重要是十分明显的。
古蜀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相当久远, 早在 4000 多年以前, 成都平原以及周围边缘丘陵山地就已

得到初步开发, 至夏商时代, 蜀的农业经济不断发展, 西周时代已是当时全中国农业先进的富庶之

区。 春秋战国之际, 蜀国由于水利的大规模兴建, 促进了农业的长足进展, 不仅 “民食鱼稻, 亡凶

年忧, 俗不愁苦冶虞, 而且富于 “桑、 漆、 麻、 纻之饶冶, “其山林泽渔, 园囿瓜果, 四节代熟, 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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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焉冶淤。 由是沃野千里, “利尽西海冶于, 以富饶著称于中华。 古蜀手工业也是盛极一时, 蜀锦、 蜀

绣、 蜀布、 蜀漆等产品不仅名闻天下, 而且输出到遥远的蒙古草原和朝鲜半岛。
由经济外向型和内聚型双重特征所造成的成都文化, 同样具有明显的凝聚与辐射相交织的双重特

性, 使成都的精神文化表现出几个重要特点: 一是海纳百川的开放和兼容气度, 二是渴求开放和走向

世界的意识, 三是勇于创新的精神。 由这几个特点所决定, 吃苦耐劳、 不畏艰险, 便成为千百年来成

都最鲜明、 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征, 而 “追风冶、 “趋潮冶、 “赶时髦冶 也随之成为成都文化最显著的

外在表现方式之一。
成都虽然位于内陆盆地, 不靠海, 不沿边, 但历史上的对外贸易却十分发达。 西北丝绸之路的大

宗丝绸主要出自四川, 而以成都为起点, 经云南至南亚、 中亚和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 则是古代中

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之一, 它与从四川经贵州、 两广至南海的贸易线路一道, 构成南中国的对外贸

易网络, 对繁荣南中国的经济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成都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慨和惊人的毅

力, 突破了成都平原为丘陵和高山所重重环绕的半封闭地理状态, 变地理劣势为外贸优势, 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的文明进步, 如此历史经验后人实应总结和记取。

三、 古蜀文明在先秦史上的位置

摇 摇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组成部分之一, 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

中心, 不论在中国文明的缔造还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是由各大区系古文明多元整合、 一体发展凝成的, 古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区系, 有

其悠久的始源、 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 是

中国早期区系文明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
1郾 中国古史传说的西部底层

“底层冶 这个理念, 始源于韦斯登·拉巴 (Weston La Barre) 的一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巫教与幻

觉剂的论文,盂 意思是说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一般都保存着他们的祖先在进入新大陆时从其亚洲老家

所带来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底层的特征。 后来, 彼得·佛斯特 (Peter T. Furst) 进一步发展

了这一理念, 用以论证 “亚美巫教底层冶榆。 张光直先生又运用了这一理念, 来继续论证 “中国—玛

雅连续体冶, 从而提出 “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冶虞。 尽管目前对于底层这个术语及其理念

还有不同认识, 但借用它来分析不同区域的共同文化积淀是会有所助益的。
所谓文化底层, 是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 年代古远, 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

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化底层应当具有三层含义: 第一, 来源

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祖源。 第二, 积淀为各地区文化序列的底层。 所谓底层, 是相对于文化序列的发展

演变而言。 第三, 在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变中, 底层特征恒久不变地保留并贯穿于各个发展序列, 长

期而持续地发生着它特殊的重要作用。 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出发, 我们认为文化底层还可以进一步区

分出原生底层和次生底层。 原生底层是指同一文化祖源在不同地区的原生分布, 次生底层是指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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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区域认同另一种分布广远、 历史悠久的文化特质作为自身文化的底层或底层的一个组成部分。 原生

底层不是文化传播, 也不是文化移植。 次生底层虽然包含有文化传播, 但又不等于文化传播。 文化传

播的特征是把开端作为终端, 次生底层的特征则是把终端作为开端, 它是文化底层的复杂转化, 而不

是文化因素的简单叠加。
仔细考察中国古史传说, 我们可以发现它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 而且中国古史传说的深厚底层

主要来源于以黄帝为首的 “五帝冶 和夏禹, 其中的西部底层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 而西部文化底层

恰恰与长江上游古蜀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将不仅可以使我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性, 而且还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古史传说的构成格局。
大量历史文献材料证明, 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 生子高阳是可靠的古代史传。 高阳长大

后东进中原, 建都帝丘 (今河南濮阳)淤, 又 “封其支庶于蜀冶于, 子孙中的一支仍留蜀地。 从考古学

上看, 岷江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以及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陶器共生的考古现象,盂

确切证实了这一古史传说的真实性。 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来看, 中原和古蜀均为黄帝后代, 两地文献

均从古相传黄帝与古蜀的亲缘关系, 都把各自最古文化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与嫘祖、 昌意与蜀山氏和帝

颛顼, 这正是表现了两地共同的文化底层。 或者说, 由于中原和古蜀保有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 才使

黄帝与古蜀的这种亲缘关系在两地众口相传, 流传千古。 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底层, 就绝不会在不同

的两个地区留下如此相同的传说。
根据 《左传》、 《国语》、 《史记》 等文献的记载, 黄帝娶嫘祖后, 由西东进中原, 阪泉一战战胜

炎帝, 涿鹿一战擒杀蚩尤, 成为首先初步统一中国西部、 中部和东部部落的一代酋豪, 在中原和东方

留下了深厚的黄帝文化底层。 尔后, 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流途径中, 黄帝文化继续东进南下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各地, 深刻地浸透到这些原来的异质文化区, 积淀下来, 并与各地原来的文化相结合, 由此

便引起并促成了这些地区原先文化底层的逐步转化。 这样,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受到了黄帝文化的

浸染, 因而各地文化均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特质, 这些共同文化特质在各地积淀下来后, 最终成为了

中国东西南北中最深厚的文化底层, 这种文化底层也就构成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牢固基石。 黄

帝之后大约 2000 多年, 当司马迁 “西至空桐, 北过涿鹿, 东渐于海, 南浮江淮冶 时, 所到之地,
“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 尧、 舜之处, 风教固殊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冶榆, 各地风俗教化虽不相

同, 但却往往称黄帝, 这一现象, 其实正是东西南北中各地黄帝文化底层的表现。 过去有的史家不明

白这个道理, 反而说是各地强拉黄帝为祖先, 自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除黄帝、 昌意与蜀山氏的关系而外, 大禹兴于西羌之说同样始于先秦, 禹生石纽的传说反映着古

代的历史实际,虞 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羌人的传说。 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 实际上是同一个传说中的大

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 西羌既指族系, 又指西羌的分布地域, 是大概念, 石纽则指西羌居住地域内的

一个具体地点, 是小概念。 《华阳国志》 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为大禹圣地, “夷人营其地, 方百里

不敢居牧。 有过, 逃其野中, 不敢追, 云畏禹神, 能藏三年, 为人所得, 则共原之, 云禹神灵佑

之冶愚。 《水经·沫水注》 也说: “ (广柔县) 有石纽乡, 禹所生也。 今夷人共营之, 地方百里, 不敢

居牧。 有罪逃野, 捕之者不逼, 能藏三年, 不为人得, 则共原之, 言大禹神所佑之也。冶 文中的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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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 这里则指岷江上游的氐羌族群。 岷江上游氐羌族群对禹顶礼膜拜, 奉为神明,
这种对禹崇拜敬畏达于极致的现象, 除这个地区外, 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由此不难知道, 岷江

上游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的渊源关系。 而岷江上游古为羌人居域, 因此显而易见, 禹兴

西羌是岷江上游羌人的传说。
虽然古羌人南下从遥远的古代就已开始, 比大禹时代更加久远的马家窑文化已经南下进入岷江上

游, 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认禹兴西羌的传说是由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南下带来的。 从众多史籍关

于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 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 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惟

因如此, 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 及禹长后, 东进中原, 创立夏王朝, 随禹

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 于是, 禹兴西羌、 禹生石纽的传说, 也随东进开创夏王朝

的羌人之定居中原而在中原长期保留下来。 所以, 蜀地和中原都保留了相同的传说。 文献来源的地域

不同, 传说却完全一致, 恰恰说明它既是 “真传说冶淤, 又是真史实, 而原因就在于它们同出一源的

文化底层。
从所有关于禹生石纽和禹子启生于石的文献记载来看, 禹、 启与石的这种出生关系, 在全中国范

围内只被指认为两个地区, 一个是古蜀岷江上游地区, 一个是中原河南嵩山地区。 其他地区关于禹的

传说, 比如禹娶涂山、 禹合诸侯等等, 均与禹的出生传说无关。 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 大禹与石这种

特殊的出生关系传说, 乃是古蜀和中原地区同出一源的共同文化因素, 是古蜀和中原文化最深厚的底

层。
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 生子高阳, 高阳东进中原建都立业, 和禹生石纽, 东进中原开创夏

王朝, 这两段远古传说的文化史意义, 并不仅仅在于可以据此确定帝颛顼和大禹两位中国古史上的著

名人物均出生在古蜀地区, 更重要的是, 透过这些古史传说, 可以看出黄帝、 帝颛顼文化和大禹文化

西兴东渐的历史, 看出中国古史传说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西部文化底层。 从黄帝、 嫘祖、 昌意、
帝颛顼时期中国西部、 古蜀地区同中原地区的关系, 到大禹时期古蜀与中原的关系, 可以看出中国古

史的西部底层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层累地积淀起来的, 它们便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原生底层。 这

一原生底层在中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发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致成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标

志和里程牌。
正因为古蜀在中国古史的原生文化底层中据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 古蜀地区是

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对中华古文明的缔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2郾 古蜀文明与中国青铜时代

先秦时代的古蜀, 是一支拥有灿烂青铜文化、 大型城市和文字的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 由古蜀文

明所深刻揭示出来的独特文化模式、 文明类型和悠久始源, 表现出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事

实, 使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不但大大丰富了 “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形成

发展冶 论断的理论内涵, 取得了各学科学者的普遍认同, 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获得了极其

高度的评价和越来越高的声誉。
中国青铜时代的要素是青铜器、 文字、 城市、 礼制, 分别标志社会生产力、 组织管理、 政权机制

及社会分层的发展进化程度。 从这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可以看出古蜀与中原文化在起源和发展途径方

面的异同, 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古蜀文化的青铜合金术, 据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 在公元前 2000 年代中后期即相当于中原殷墟

文化的时期, 已达到成熟的发展阶段。 与同一时期中原文化相比, 古蜀不论在青铜合金技术、 青铜器

形制还是青铜器组合等方面都自成体系, 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 有着自身青铜文化的发展演变序

列和进程。 虽然如此, 古蜀青铜文化中不仅可以见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 而且有许多礼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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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直接仿制于中原青铜器, 表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同时, 在中原的青铜器中也可见到古蜀

青铜器的一些形制。 这种情况, 显示了古蜀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
在经济文化进步的基础上, 古蜀人发明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系统, 学术界称之为 “巴蜀文字冶。 巴

蜀文字是先秦至西汉前期分布在巴蜀地区 (今四川、 重庆以及湖北西部、 湖南西部、 贵州西部和云

南东北部, 以今四川盆地为中心) 的巴人和蜀人所通行的文字系统。 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以后,
推行统一文字的政策, 到汉武帝时期, 巴蜀文字作为一个有别于中原文字的独立的古文字系统, 从此

消亡不存。
巴蜀古文字是我国现存先秦古文字中除汉字外唯一可以确定为文字且尚未被释读的古文字系

统。淤 巴蜀古文字分为两系, 一为巴蜀表意文字, 一为巴蜀表形文字。 巴蜀表意文字在字体上已达到

简化、 省略、 定型、 单位小的水平; 巴蜀表形文字分为巴蜀符号玉和巴蜀符号域两类, 两类均包括一

系列独体单符 (独体字) 和由独体单符组成的复合符号 (合体字), 字形基本定型。 巴蜀文字最初起

源于蜀, 后来传播川东和湘西, 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于

徐中舒教授认为, 巴蜀文字与汉语古文字均属象形文字, 巴蜀文字与汉字在文字构成条例上具有

一定的共同基础, 但它们的分枝, 则应当是远在殷商以前。盂

在城市文明方面, 成都平原从距今 4500 年前就已开始了城市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 到商代, 形

成了三星堆蜀国王都和早期成都, 构成了古蜀的早期城市体系。 到两周时期, 古蜀以成都为中心, 形

成了辐射面达到成都平原周边地区的城市网络体系, 其中若干新兴城市的功能主要同成都平原农业经

济、 城市手工业经济与盆周山区畜牧业或半农半牧业经济的交流有关, 或与南丝路国际贸易有关。榆

尽管成都平原城市的起源模式、 网络特点以至结构功能等方面与中原城市区别甚大, 但古蜀城市起

源、 形成和发展的步伐却与中原城市大体一致。 这显然是受到某种共同因素的制约, 其中最主要的是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政治经济形势的连锁演变, 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若干趋同的促动因素, 从而

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演变的共同基础。
固然, 古蜀文明的诸要素, 从总体上说来是独立产生发展起来的, 是组成中国文明的若干个区域

文明之一, 并非中原文明的分支和亚型。 然而由于历史的、 地理的、 民族的、 文化的各种因素, 以及

源远流长而未曾间断的各种深厚关系, 古蜀文明同中原文明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和文化渗

透, 尤其当中原核心形成后, 古蜀文明越来越多地吸收融入了中原文明的因素, 越来越多地产生文化

认同和文化交融, 最终融入到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明之中, 这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
3郾 南方丝绸之路: 以成都为起点的西南国际交通线

古蜀文明以其悠久雄厚的文化为基础, 深刻地影响了其周边地区的文化, 促进了其周边地区文化

的发展。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蜀文明向外传播与辐射的最重要孔道之一, 南方丝绸之路上诸青铜文化中

包含的众多古蜀文明因素, 清晰地勾勒出它们与古蜀文明的联系, 也凸现出古蜀文明在中国西南地区

青铜文化中的 “文化高地冶 地位。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 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F郾 Von郾 Richthofen) 1877 年提出来的, 指以丝绸

为主要贸易内容的东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线。 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有 4 条: 南方丝绸之

路、 北方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古蜀丝绸曾是这几条通道上的重要商品。 古蜀成

都丝绸传播到西方, 先秦时期的主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 汉代及其后从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丝

绸中, 也以成都丝绸为大宗, 而从草原丝绸之路输往北亚的中国丝织品中, 目前所见最早的似乎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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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丝绸。 由于在这些商道上流通的各类商品中丝绸最为珍贵, 最为众人瞩目, 所以这些交通路线都

被冠以 “丝绸之路冶 的美称, “丝绸之路冶 也因此成为从中国出发纵贯欧亚大陆的国际交通线的代名

词。
先秦时期, 从四川经云南西出中国至缅甸、 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已初步开通。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

翻越横断山区、 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 古代的商贾们将以丝绸为代表的众多商品输送到缅甸、 印度、
阿富汗, 再继续西传至中亚、 西亚。 其实, 商业活动只是人们在这条通道上的活动之一, 古代四川、
云南与南亚、 中亚、 西亚的文化交流和互动, 都是经过这条道路进行的。 由于这条古老的国际交通线

位于中国的南方, 所以被学术界称为 “南方丝绸之路冶。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初始点和发源地, 有其客观的条件与原因。 正如苏秉琦先生在 《中

国文明起源新探》 中论述的那样: “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 关中、 江汉以致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 就

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 四川可以说是龙头。冶淤 正是四川古代文化的 “龙头冶 地位决定了古蜀地区成

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古蜀文化的中心———成都, 从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条主道。 西道沿

着川西北和川西南山地蜿蜒南下, 经过今邛崃、 雅安、 荥经、 汉源、 越西、 喜德、 泸沽、 西昌、 德

昌、 会理、 攀枝花、 大姚、 姚安、 西折至大理, 这条道被称为零关道 (东汉时又称牦牛道)。 东道从

成都南行, 经今乐山、 峨嵋、 犍为、 宜宾, 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 昭通、 曲靖, 西折经昆明、 楚雄,
进抵大理。 东西两道在大理汇合后, 继续西行, 称为博南道。 经保山、 腾冲, 出德宏抵缅甸八莫, 或

从保山出瑞丽而抵八莫。 南方丝绸之路的这两条要道之间还有一些支线, 如经宜宾、 雷波、 美姑、 昭

觉到西昌的支线和从西昌经盐源、 宁蒗、 丽江、 剑川而抵大理的支线。 南方丝绸之路还有更东的一条

南下路线, 即经今贵州西北, 沿牂牁江 (西江) 水路直达 “番禺冶 (今广州), 这条线路被称为牂牁

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的国际通道, 它的国外段有西路、 中路和东路三条。 西路即历史上有名

的 “蜀身毒道冶, 今称 “蜀滇缅印道冶, 出云南经缅甸八莫、 东印度、 北印度、 西北印度、 巴基斯坦,
至中亚阿富汗, 从伊朗北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 转至小亚细亚以至东地中海。 这条纵贯亚洲的交

通线, 是古代欧亚大陆线路最长、 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 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

线, 水陆分程的起点为云南步头, 先由陆路从蜀滇之间的五尺道至昆明、 晋宁, 再从晋宁至步头, 利

用红河下航越南, 这条线路是沟通蜀、 滇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 东路, 从蜀入滇, 至昆

明、 经弥勒, 渡南盘江, 经文山, 出云南东南隅, 经河江、 宣光, 循盘龙江抵河内。
纵观整个南丝路, 在国内形成了我国西南及南方地区的巨大交通网络, 在国外则与中南半岛、 南

亚次大陆、 中亚、 西亚连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网络。
李学勤先生指出, 丝绸之路的研究非常重要, 是今天非常有影响的一门学科, 这门学科就是欧亚

学, 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是人文学科里最前沿的国际性学科。 他还指出, 应该把整个欧

亚作为整体来看, 而历史上连接欧亚的就是几条丝绸之路, 在 “这几条丝绸之路里面, 最值得进一

步研究的是西南丝绸之路冶 于。
南方丝绸之路是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 也是欧亚古代文明相互联系

的纽带。 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巨大纽带, 古蜀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联系起来, 互动交流, 由此奠定

了古蜀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 纵贯了川西北、 川西南山地、 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 这一广袤的地区

自古便是中国南北民族的迁徙通道, 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重要交流孔道之一。 早在新石器时代,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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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地区就已初见端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各文化都

陆续进入青铜时代, 并发展出灿烂多姿的各类青铜文化。 其中以三星堆、 金沙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蜀

文化, 发展水平最高, 时间最早, 形成了西南地区的 “文化高地冶, 古蜀文明自然成为西南地区各青

铜文化的 “龙头冶, 对西南地区众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 西南地区各青铜文化也保

持着自身鲜明的文化特征, 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西南青铜文化。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 从古蜀文化区发源, 穿越了西南地区的其他文化区。 迄今为止的考

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 西南地区各种青铜文化大多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 在战国末至西汉时期达到

了鼎盛时期, 而其文化则多与其北面的古蜀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考古资料揭示,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各种青铜文化中, 存在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因

素的历时性辐射所带来的程度不同的影响。 通过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和传播途径的分析, 可以看到古

蜀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 凝聚、 传承和创新。 由此可以进一步探索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广大地区

青铜文化的来源、 影响、 传播、 互动等整合过程, 探索以青铜文化为表征的西南各族的社会结构、 政

治制度, 以及族群和族群之间的关系, 探索西南各族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文明演进程度。 并通过战国秦

汉时期蜀地对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影响所引起的西南各族文化的深刻变迁, 探索秦汉时期中央王朝

通过蜀地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整合进中国文化圈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正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

展格局在西南地区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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